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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朗议会政治的显著特点是形式重于内容，议会选举是伊朗政

坛派系斗争的风向标，围绕议会选举展开的派系斗争清晰地反映了伊朗政

治的发展历程。 基于领袖和总统在伊朗权力架构中的作用和地位差异，
１９８９ 年以来议会选举中关于总统阵营与领袖阵营的票箱对决实际上是一

个假问题，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路线斗争。 ２０１２ 年以来，各

派势力就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权力布局展开了激烈争夺，表面上看是保守派

内部上层利益与底层利益的碰撞，是不同派系间的政治博弈，更深层次的

问题则是伊斯兰政权下一步发展“依靠谁、服务谁”的路径选择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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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会政治是指以议会为中心、议会与政治体系间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

形态。 广义的议会政治相当于“民主政治”，即民众通过选举委托自己的政治代表参

与国家决策，行使立法权，监督政府施政。 狭义的议会政治则是近现代民主政治体

系的组成部分，其构成要素包括议会、议会制度及其运作以及议会意识形态，是国家

宪政民主政治的基本运作形态，遵循民主原则、代议原则、分权原则和程序原则，反
映了宪政民主的精神内核。① 狭义的议会政治包括三层含义：议会是国家政治上层

建筑的权力实体之一；议会是国家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议会在国家政

治生活中能够发挥突出甚至是主导作用。 一个国家只要具备上述基本特征，就可以

认定为具备议会政治。 至于议会政治的外延范畴，如社会基础的广泛程度、产生方

式的民主化程度、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等，则是判断各国议会政治不同发展程度的

标志。② 也就是说，虽然各国议会的社会基础、生成方式、运行机制存在差异，具体形

式不同，但只要议会本身存在有影响力的运作模式，在各自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

心或重要地位，由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基本职权是立法权，行使职权的基本载

体是议会会议，就可以认定其存在议会政治。③

伊朗是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最具特色的国家之一。 一院制的伊斯兰议会是

伊朗的最高立法机构，居三权（立法、司法、行政）之首，地位重要，权力明确，机制成

熟，是中东除以色列议会外最具独立地位的议会。 然而从伊朗政治体制的运作实践

来看，伊斯兰议会本质上只是伊朗政治体制内的第二级权力机构，过去没有左右过

伊朗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将来也不可能出现重大影响或者方向性改变。 然

而由于伊斯兰议会选举具有多元、竞争和民众参与广泛的鲜明特点，已成为伊朗各

派政治势力角逐的主要舞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几次重大的派系分化组合都围绕议

会选举展开；自下而上的常态化议会选举已经成为沟通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纽带，是
伊朗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路径。④ 因此，议会政治及其运作演变无疑是观察伊

朗国内政治发展的窗口。

一、 伊斯兰议会选举制度的实践及存在问题

伊朗宪法对议会的席位数量和选区划分有明确规定。 伊斯兰议会设 ２７０ 个席

位，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根据人口、政治、地理等因素调整议会席位，以选区为单位每增加

１５ 万人增加 １ 个议会席位，每十年最多增加 ２０ 名议员。 ２０００ 年，议会席位增至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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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睿丽：《议会政治：宪政民主的运作》，载李平主编：《地方政府发展研究（第三辑）》，汕头：汕头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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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２０１０ 年，议会席位没有增加。 议员席位按照选区分配，全国 １９６ 个选区（２０００ 年

增至 ２０７ 个），基于选民人数而分别选举产生 １ 名或多名议员。 较大的选区有德黑兰

（３０ 席）、大不里士（６ 席）、伊斯法罕（５ 席）、马什哈德（５ 席）、阿瓦士（３ 席）、拉施特

（３ 席）、设拉子（３ 席）、乌尔米耶（３ 席）等。 另外，议会专设 ５ 个不参加全国直选的

非穆斯林少数族群席位，分别给予拜火教徒、犹太教徒、亚述和迦勒底人基督徒、北
亚美尼亚基督徒和南亚美尼亚基督徒，犹太裔候选人只需获得 ２．５ 万伊朗籍犹太人

中的 ２，０００ 张选票就能进入议会。 非穆斯林少数族群的议员增选也按照每增加 １５
万人增加 １ 个议会席位的比例而定。①

根据宪法，伊朗各项国家事务必须通过全民投票来管理，民众通过选举产生总

统、伊斯兰议会成员、地方议会成员以及专家会议等各委员会成员。 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强调，参与选举是伊朗公民的世俗义务，更是穆斯林的宗教责任。② 对于议

会选举，宪法规定采取直接选举和两轮投票的方式，由选区内年满 １６ 岁的选民无记

名投票直接产生（２００９ 年大选前改为年满 １８ 岁）。 参选人必须是伊朗公民，没有不

良记录，拥护伊斯兰革命，遵守宪法和神权统治原则，身体健康，年龄在 ３０ 岁至 ７５ 岁

之间，至少具有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曾经当选议员的人除外）。 议员候选人如系国

家公职人员，必须在规定期限内递交辞呈后方可报名。 法律禁止法基赫（教法学家）
和聚礼伊玛目介入竞选，也不允许外国观察员监督选举。 候选人的竞选期限为 ２０
天，竞选方式包括广告、媒体宣传、清真寺聚礼和大学的演讲，有权委托代理人监督

议会选举的投票和计票工作，但不能举行竞选集会，不得跨选区竞选和投票。 参选

人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选区内超过一定比例的选票，例如 ５０％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８
年）、３３％（１９８９～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５％（２０００ 年以来），就可以直接当选议员；如果没有参

选人的选票达到这一比例，得票较多的前两位参选人在规定期限内举行第二轮投

票，赢得简单多数票者胜出。
伊朗是一个拥有多层次嵌入式决策体系、高度派系对立的神权共和国。 为保证

议会的决定不违背伊斯兰教义和宪法原则，伊朗专门设立了由 ６ 名宗教人士和 ６ 名

法学家组成的宪法监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宪监会”），负责解释宪法，审查议会通过

的一切决议和提案，监督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公民投票。 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

提案必须递交宪监会审查，审查工作须在十天内完成，如被认为违宪则退回修改，二
者发生分歧时则提交由三权机构首长和有关部长组成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裁
决。 为加快审查工作进度，宪监会成员可以旁听议会对于提案的辩论且必须出席议

会对紧急法案的讨论并发表意见。 宪监会还负责审查伊斯兰议会、专家委员会和总

统选举的参选人资格，有权取消那些可能对伊斯兰政权稳定构成威胁的候选人的竞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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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斯兰议会的产生、机制和具体运作概况，参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侯赛因译），翻译出版

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３６－４５ 页；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青岛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５５８－５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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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资格。 非民选的宪监会决定着民选议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通过对参选人的资格

审查体现最高领袖的意志，这是伊朗选举政治最受诟病的争议点。
在议会选举中，由于选区划分过多，议席分配调整滞后，每个议席所代表的民众

人数差距悬殊，伊斯兰议会的公平性、合理性受到质疑。 伊朗伊斯兰国共和国建国

初期，伊朗总人口是 ３，８３５ 万（１９８０ 年），城乡人口数量相当，议会席位按地域和人口

比例分配，平均每 １４．２ 万人推选 １ 名议会代表。 在第一届议会中，来自城市的议员

比例达 ３７．６１％，来自城镇和村庄的议员多达 ６０．２４％（另有 ７ 名伊拉克圣城代表）。①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治狂热激进，呈现出浓厚的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伊斯兰

议会的制度设计简单易行，既满足了中下层普通民众高涨的政治意愿，让他们有政

治上当家作主的成就感，也符合伊朗当时村镇人口多、居住分散的现实国情，体现了

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的部分政治理想。
自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城镇化发展迅速，大城市数量以年均 １５％的速

度增长，人口规模 ２０ 万以上的城市数量 ２００６ 年已达 ７６ 个，大德黑兰地区有 １，４００
万人口（２０１５ 年）。② 相反，乡村人口总量萎缩，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５２％迅速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７％，全国 １ ／ ５ 村庄的常住人口不到 ２５ 人，常住人口超过 ５，０００ 人的村庄不到

１ ／ ９。 虽然议会选举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城乡人口的分布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革命初期的 ５ ∶５发展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７ ∶３，历届议会议员的地域比例却并没有发生太

大变化。 来自城市的议员始终只占议员总数的 １ ／ ３ 左右，但代表的选民人数从总人

口的 ５０％增长到 ７０％；来自村庄和城镇的议员稳定地占据议会席位的 ２ ／ ３ 多数，代
表的选民人数却从总人口的 ５０％下降到 ３０％。 ２０１５ 年，伊朗的人口 ／议席比是

２７􀆰 ３６ ∶１（万 ／个，下同）。 前十大城市中只有德黑兰、大不里士和乌鲁米耶三个城市

等于或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七个城市的人口 ／议席比平均是 ４２．４４ ∶１，人口增长

迅速的卡拉季和马什哈德甚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２～３ 倍。 而在乡下和偏远地区，每
个议会席位所代表的民众人数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许多不到 １０ 万人的城镇却能够在

议会中占有席位。③

议会议席的分配既要有代表性，顾及现实国情并准确反映民意，又要有合理性，
能够体现地域差别且引领发展方向。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探索和改革。 正是由

于 ２０００ 年的议席和选区调整，第六届议会议员的地域分布和第五届议会相比出现了

明显变化。 来自村庄的议员比例从 ２５．２８％急剧下降到 ６．０６％，来自城镇的议员比例

则从 ４２． ６４％快速上升至 ５９． ２６％，来自城市的议员比例从 ３１． ３２％小幅增长到

３４􀆰 ６８％。 伊朗改革派势力主要集中在城市，保守派的支持者主要分布在中小城镇和

·６·

①

②

③

本文关于伊朗议会选举中城乡议员的具体比例数字及其发展变化，除非另有说明，均系作者按照文中

统计表格中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特此说明。
关于村庄、城镇和城市的区分，常住人口多于 １０ 万人（２０００ 年后是 ２０ 万人）的是城市，常住人口在

５􀆯 ０００ 人以下的是村庄，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城镇。 本文的乡村概念包括村庄和城镇。
本文引用的人口方面的具体数字，均来自联合国编撰出版的《世界统计年鉴》（Ｗｏｒ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ｏｃｋｅｔ⁃

ｂｏｏｋ）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编撰出版的《国际统计年鉴》历年数据，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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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乡下。 因此，与时俱进地进行议席调整有利于改革派扩大影响力，迟滞的议席

调整则有助于保守派维持现有优势。 由于曾经的革命理想在繁琐复杂的建设时期

渐趋褪色，巨大的利益诱惑固化了伊朗的政治格局，伊斯兰议会的席位数量调整严

重滞后，导致各派势力围绕选区划分和议席数量调整进行激烈博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议会拒绝了政府将议员数量增加到 ３１０ 名的提议，继续维持 ２０００ 年确定的 ２９０ 个议

席和 ２０７ 个选区。 以下三个表格分别反映了伊朗伊朗议员城乡人口对比、地域分布

及主要城市议员分布的情况。

表 １　 伊朗城乡人口对比（１９２１～ ２０１４ 年）（单位： ％）

年份 １９２１ １９４１ １９５１ １９６１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城市人口 ２８．０ ２８．７ ２９．４ ３０．４ ３４．５ ４８．０ ５４．０ ６４．２ ６９．５ ７２．９

乡村人口 ７２．０ ７１．３ ７０．６ ６９．６ ６５．５ ５２．０ ４６．０ ３５．８ ３０．５ ２７．１

资料来源： Ａｌｉ Ｓｈａｋｏｏｒｉ，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ｒ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
ｇｒａｖｅ， ２００１， ｐ． １０１；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Ｄ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表 ２　 议会议员的地域分布（１９８０～ ２００８ 年）

议会届次
议员实

际人数

首次当选议员

人数 占比

城市议员

人数 占比

城镇议员

人数 占比

村庄议员

人数 占比

１９８０ 年第一届 ３２７ ３２７ １００％ １２３ ３７．６１％ １４７ ４４．９５％ ５０ １５．２９％

１９８４ 年第二届 ２７７ １７１ ６２％ ９０ ３２．４９％ １５０ ５４．１５％ ３５ １２．６４％

１９８８ 年第三届 ２７８ １５３ ５５％ ７８ ２８．０６％ １６１ ５７．９１％ ４５ １６．１９％

１９９２ 年第四届 ２６８ １６２ ６０％ ９３ ３４．７０％ １２２ ４５．５２％ ４５ １６．７９％

１９９６ 年第五届 ２６５ １４２ ５４％ ８３ ３１．３２％ １１３ ４２．６４％ ６７ ２５．２８％

２０００ 年第六届 ２９７ １９０ ６４％ １０３ ３４．６８％ １７６ ５９．２６％ １８ ６．０６％

２００４ 年第七届 ２８５ １５９ ５６％ １１７ ４１．０５％ １３７ ４８．０７％ １８ ６．３２％

２００８ 年第八届 ２８７ １５２ ５３％ １０７ ３７．２８％ １５５ ５４．０１％ ２１ ７．３１％

资料来源： Ｓａｉ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Ｉｒ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Ｈ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１３－１１４．

表 ３　 伊朗主要城市人口与议员席位对照表（２０１５ 年）

人口排序 城市名称 人口（万） 议席（个） 人口 ／议席比（万 ／个）

１ 德黑兰 ８３０ ３０ ２７．２ ∶１

２ 马什哈德 ２７５ ５ ５５．０ ∶１

３ 伊斯法罕 １７６ ５ ３５．２ ∶１

４ 卡拉季 １６１ ２ ８０．５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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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口排序 城市名称 人口（万） 议席（个） 人口 ／议席比（万 ／个）

５ 大不里士 １４９ ６ ２４．８ ∶１

６ 设拉子 １４６ ４ ３６．５ ∶１

７ 阿瓦士 １１１ ３ ３７．０ ∶１

８ 库姆 １０７ ３ ３５．７ ∶１

９ 科尔曼沙 ８５ ３ ２８．３ ∶１

１０ 乌鲁米耶 ６７ ３ ２２．３ ∶１

全国 ８０００ ２９０ ２７．６ ∶１

资料来源： 韩静仪：《当一名伊朗改革派，要经历多少伏击》，观察者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ｈａｎｊｉｎｇｙｉ ／ ２０１６＿０３＿１１＿３５３５９２＿ｓ．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二、 伊朗议会政治中的派系斗争

１９７９ 年的伊斯兰革命吸引了当时伊朗几乎所有政治党派以及传统力量的参与，
激进的宗教势力只是革命领导者之一而非绝对主角，民主自由派与教士阶层还围绕

对外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路线和权力之争。 伊斯兰革命后，以霍梅尼为首的激进宗教

势力不断铲除异己，至 １９８１ 年末，伊斯兰革命委员会 １３ 名成员中的 ６ 名世俗派成员

被全部清除，温和务实的民族主义者被贬称为“自由派”而不断遭受削弱和排挤。 因

为主张等距离外交，拒绝接受议会和总检察长对政府工作的监护，巴扎尔甘总统和

巴尼萨德尔总统接连下台，被称作“第二次革命”和“第三次革命”。① 为了贯彻“不
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和“对外输出革命”两项原则，霍梅尼在 １８ 个月内接

连解职了 ５ 名消极抵制的外长。② 以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哈梅内伊当选总统和穆萨维出任

政府总理为标志，伊斯兰共和党控制了国家全部权力。 此后，执政的教士集团内部

围绕议会选举先后发生过三波较有影响的派系斗争，务实保守派（务实派）、自由改

革派（改革派）、强硬保守派（强硬派）分别在 １９９２ 年的第四届、２０００ 年的第六届和

２００４ 年的第七届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但也都迅速被压制或走向分裂，并转

入下一波派系斗争。
１９８３ 年，成功清除所有对手的伊斯兰共和党成为伊朗唯一的合法政党，然而由

于它本身就是许多派别的集合体，各个派别的民众基础和对社会、经济问题看法各

异，因此在将革命许诺变成具体政策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分歧，并因为两伊战争的

·８·

①
②

曲红：《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派系权力之争》，载《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第 ３０－３１ 页。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ｉａｍｉ：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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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而逐步演化成党派之争。① １９８７ 年伊斯兰共和党解散后，教士集团内部的分歧

从思想倾向上可以区分为“激进的理想主义者” （以下简称为“激进派”）与“温和的

务实主义者”（以下简称为“温和派”）两个派别。 激进派成立了“战斗的教士协会”
（Ｍａｊｍａ􀆳ｅ Ｒｕｈａｎｉｙｏｕｎ⁃ｅ Ｍｏｂａｒｅｚ⁃ｅ， ＭＲＭ），政治上支持革命输出，经济上主张国家

集权，代表人物是总理穆萨维，被霍梅尼内定为接班人的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一度也

是该派重要成员。 温和派成立了“德黑兰战斗的教士协会”（Ｊａｍａａ⁃ｙｅ Ｒｕｈａｎｉｙｏｕｎ⁃ｅ
Ｍｏｂａｒｅｚ⁃ｅ Ｔｅｈｒａｎ， ＪＲＭ），政治倾向保守传统，看重传统巴扎经济，代表人物是时任

总统哈梅内伊和议长拉夫桑贾尼。② 最高领袖霍梅尼在整体上支持激进派的同时维

持两派平衡，温和派与激进派表面上相安无事。 在霍梅尼去世前后，激进派和保守

派围绕最高领袖继承人问题以及是否要修正霍梅尼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 最

终，哈梅内伊取代蒙塔泽里被推举为最高领袖，拉夫桑贾尼成为伊斯兰共和国首位

有实权的民选总统。
为巩固新的权力格局，同时出于解决民众在长期战争后走出经济困境的强烈诉

求，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在数年内一再联手，共同阻遏激进派。 １９９２ 年的第四届

议会选举中，激进派突出强调“保卫”霍梅尼的精神遗产，竞选口号是“保卫伊玛目路

线，确保教法学家监护宪法，解决经济问题以利于被剥夺者”。 温和派则把霍梅尼的

精神遗产直接与国家的两位领导人联系起来，要求“遵循伊玛目的路线，服从最高领

袖哈梅内伊，支持总统拉夫桑贾尼”③。 由于多数参选人的资格被宪监会取消，激进

派失去了在前三届议会中的垄断地位，在全部 ２７０ 个议席中仅获得不足 ７０ 席。 但战

胜了共同对手的温和派随后迅速分裂。 拉夫桑贾尼的支持者虽然在议会中占据着

多数席位，但他从 １９９３ 年开始的第二总统任期遭遇了较大阻力。 巴扎商人们反对限

制进口，普通民众反对削减补贴，政治对手们反对加税，向外国借贷引发仇外心理，
勉强推进的重建政纲最终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和政治代价。 与此同时，哈梅内伊开始

主导“德黑兰战斗的教士协会”，他领导的法基赫系统牢固地掌控着军队、革命卫队、
民兵武装、情报部、内务部、司法部以及传媒机构，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放松对总统

和议会等第二级权力机构的控制和干预。
１９９７ 年当选总统的哈塔米确实得到了不少政治派别的支持，包括受宪法有关条

款限制而不能谋求连任的总统拉夫桑贾尼。 “战斗的教士协会”中的一些重要政治

人物长期与哈塔米交好，在拉夫桑贾尼“重建内阁”中担任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部长

的经历使他在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朋友，基层民众则因为他在 １９９２ 年后的被边缘化而

被视为能改变现状的局外人。 自信满满的保守派把哈塔米视作陪衬而不是对手，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亲自保证他的候选人资格没有问题。 正因为如此，哈塔米的当选在

支持者中间点燃了全面改革的希望之火，但同时也在对手们中间造成了较大恐慌，

·９·

①
②
③

［美］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１５ 页。
同上，第 ２３１ 页。
曲红：《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派系权力之争》，第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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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政坛进入了漫长而不稳定的政治斗争时期，接二连三地发生选举舞弊、不公正

审判、暗杀、镇压学生游行等事件。 哈塔米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无所作为，经济增

长率在执政前两年只有 １％。 尽管哈塔米在解决社会问题和争论方面收效甚微，但
很多人还是满足于他在政治自由、宗教信仰、对外关系等方面带来的部分改变，愿意

继续支持他。①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哈塔米巧妙地利用宪法条款组织了首届地方议会选举，改革派大

获全胜，控制了伊朗 ７５％的城市，而保守派只赢得了 １２％的席位。 在 ２０００ 年第六届

议会选举中，宪监会迫于压力，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者不到 １０％，是伊朗议会选举

历史上资格审查淘汰率的最低值。 从选举结果看，改革派获得了 ２９０ 个席位中的

２１３ 席，成绩远超预期，保守派仅获得 ５６ 席。② 务实派代表拉夫桑贾尼在第二轮选举

中依靠技术手段以微弱多数勉强当选，后在宣誓就职前主动辞任。 挟议会选举胜利

之余威，哈塔米总统积极要求扩大总统权力和改革选举法，在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正式提交

议案并获得了议会批准。
改革派凭借绝对多数票可以推动激进改革的恐怖前景严重刺激了保守派，他们

迅速利用掌控的强力国家机器进行反击。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尖锐批评

改革派背叛伊斯兰革命的价值观念，为外国利益服务，所有改革派报纸随即都被查

封。 宪监会取消了部分当选议员的资格，指控选举舞弊，迟迟不承认德黑兰议会的

有效性。 一些宪监会成员还对 ２０００ 年议会选举前宽松的资格审查深感悔恨，祈求真

主宽恕。③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通过媒体宣布无限期推迟哈塔米总统第

二任期的就职仪式，理由是防止改革、保守两派之争使国家陷入危机。④ ２００１ 年底，
司法部正式逮捕部分改革派议员，创现任议员入狱先例。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哈塔米总统

的要求扩权之举被斥为“谋求独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开声称“不需要这样的民

主”，批评哈塔米总统出于政治和选举原因不惜犯错，背离了公正原则。 在 ２００４ 年

第七届议会选举中，宪监会加大了资格审查力度，３，５３３ 名改革派或者有改革倾向的

申请人被取消参选资格，其中包括 ８８ 名试图竞选连任的议员。⑤ 虽然有 １２０ 多名改

革派议员和多名省长宣布辞职表示抗议，主要的改革派政党决定抵制议会选举，但
哈塔米总统选择对重要盟友接连遭受打击保持沉默，在有限抗争后放弃对自己的扩

权提案进行全民公决，遵从最高领袖命令如期举行第七届议会选举并接受选举结

果。 事实上，哈塔米总统的数度请辞和数百名改革派议员的大规模罢选不仅没有起

到预期作用，反而让保守派势力趁机占领了议会等重要阵地。 西方媒体随后断言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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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政坛上将只有强硬派和更强硬派之间的较量和辩论。①

哈塔米民主改革计划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哈塔米认同保守派要

求避免社会动乱、保证伊斯兰政权性质的愿望，希望在体制内渐进合法地推进伊朗

社会变革，不希望出现强制实施戒严、停止议会活动、引发社会动荡等极端化事件；②

其次，哈塔米总统的施政举措过于侧重文化和政治领域的改革，缺乏改善民生的经

济发展战略，在经济方面乏善可陈，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众逐渐把目光转向其他政

治派别，改革派的支持者大幅减少；第三，打压有西化倾向的改革派是 ２０００ 年以来伊

朗政治斗争的主线，宪监会贯彻最高领袖的意志，全面加大对参选报名者的资格审

查力度，从 ２００４ 年的第七届到 ２０１６ 年的第十届的议会选举，连续四届议会的报名淘

汰率分别是 ４３．２３％、２９．６２％、３９．２６％和 ４８．６２％，大量改革派候选人的参选资格被取

消，另有一些改革派候选人出于抵制或者绝望原因而弃选。
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经济整体向好，伊朗的资源型经济蛋糕持续做大，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的外汇总收入是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４ 年总和的两倍，且大多直接流入了政府财政预

算。③ 在此背景下，草根总统内贾德领军的强硬保守派④（以下简称“强硬派”）迅速

崛起。 强硬派以改善民生为口号，重点攻击改革派的执政失误，带有民粹主义色彩

的理念和主张引起下层民众广泛共鸣，一举拿下第七届议会的多数席位（含德黑兰

选区的 ３０ 个），成为第八届议会的最大政治派系。 同期改革派议员的席位始终只有

１５％左右，整体上被严重边缘化，在 ２００９ 年总统大选后彻底陷入低谷，内部围绕是否

坚持“伊斯兰共和体制”的分歧也进一步加深。
宏观地看，改革派能够在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４ 年间走上权力舞台，就是因为长期的神权

政治导致国家内外交困，民众政治审美疲劳，希望新生势力打破既往政治状态，推动

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发展。 而一旦改革派的理念局限和施政弊端逐步显现，民众的政

治选择同样会转向更有吸引力的强硬派，改革派则沦为被指责的对象。 同样，因为

民粹主义的执政理念，强硬派主导的伊朗经济发展中出现严重浪费现象，缺乏论证

的盲目投资造成了 １．４ 万个烂尾项目，需要几十年的政府财政预算才能完工；更因为

强硬的对外政策导致美欧严厉的经济制裁，伊朗错过了 ２１ 世纪头十年的全球经济增

长的机遇。 内部政策失误和外部制裁效果叠加，使伊朗经济状况急剧恶化。 在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间，伊朗石油出口减少了 ４５％，货币贬值 ８０％，失业率高达 ３０％，燃料和食

品补贴一再被削减，民众的生活压力不断加大，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白热化。⑤

在 ２０１２ 年的第九届议会选举中，强硬派在广袤乡村地区的传统票仓优势不再，流失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ａｙ Ｔａｋｅｙｈ， “ Ｉ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８， ２００４．
Ｇｈｏｎｃｈｅｈ Ｔａｚｍｉｎｉ， Ｋｈａｔａｍｉ􀆳ｓ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９， ｐ． １４０．
陆瑾：《试析鲁哈尼“重振经济”的路径和制约》，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１ 页。
强硬保守派也被称为“新左派”。
安惠侯：《阿拉伯国家转型及其走势》，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 页。



海湾国家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

了 ７０％的选票，内贾德总统之妹帕尔文（Ｐａｒｖｉｎ）甚至在其家乡加姆萨尔镇（Ｇａｒｍｓａｒ）
的竞选都未能如愿。 不断受挫的改革派选择与鲁哈尼等温和派人士组建各取所需

的政治同盟，适时打出“变革”口号迎合民众求变心理，有效改变了伊朗议会的政治

走向。 在 ２０１６ 年的第十届议会选举中，借助诸多执政亮点，包括签署伊核协议，与西

方关系缓和，恢复与英国外交往来，经济制裁被解除，民生初步改善等，鲁哈尼总统

引领的温和保守派与改革派联盟（即希望名单）总共获得 １４３ 席，成为议会第一大政

治势力，伊朗议会进入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均衡的阶段。 借助议会中亲政府势力

的相对多数支持，鲁哈尼总统的执政理念有望得到更充分的展示。

三、 形式重于内容的议会选举

伊朗宪法允许自由成立政治党派，然而由于政党政治长期被视作加剧社会对立

和分裂的潜在隐患，伊朗政坛的诸多政治派别，虽然极具政治影响力，却无意取得作

为政党的合法地位。 在选举政治的框架内，派系政治成为反映选民诉求和参选人争

夺选票进而实现民众参与的政治平台，不同政治派系的转换和浮沉标志着伊朗政治

进程的历史走向。① 在伊斯兰议会选举中，参选人或者独立竞选，或者与政见相似的

候选人结盟参选，议会席位也不区分政党归属。 各党派提名参选人并不局限于本党

派成员，不同政党或者竞选联盟往往提名相同的参选人，参选人因而并无确定的阵

营划分。 事实上，由于伊斯兰共和国浓厚的保守派底色，真正有民主意识的改革派

事先已经被宪监会剥夺了选举资格，能够参加选举的改革派更多是变相的“务实派”
或“温和派”。 而无论是务实派还是温和派，本身都是保守阵营的不同派别，各代表

人物都是体制内核心人士，甚至就是伊朗神权体制的奠基人。 他们不反对神权政治

体制，无意挑战传统保守派对国家事务的决定性权力，更多聚焦于具体施政的改良

或改进，以开放推进变革，渐进平和地拓展国家生存空间。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共举行了 ３４ 次全国大选和全民公决，包括

１０ 次全国议会选举和 １１ 次总统选举等，除最高领袖外，总统、专家会议、议会、城乡

委员会等重要机构人选都由民众直接投票决定，一些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政治生

活中被普遍遵守。 在这种环境下，主要政治派别都把斗争的焦点转向了票箱对决，
借助民众的多数支持竞逐总统职位和议会主导权；民众则通过投票箱表达意愿诉

求，先后催生了“务实派”、“改革派”、“强硬派”和“温和派”四位风格迥异的总统，推
动保守派、务实派、改革派和强硬派势力先后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给伊朗的政治生活

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最高领袖和宪监会为确保伊斯兰价值观所做的选举引导

和资格审查，固然夹杂着派别利益考量，各派系的最佳人选不一定能被允准参选，但
只是部分掌控选举活动的开端而非结果，在投票结果公布之前并不能确切知道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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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候选人能够胜出。 此外，伊朗民众切实的票箱选择推动国家治理权力在不同集

团间和平移交，从激进派、务实派、改革派到强硬派、温和派，权力集团的固步自封被

打破，各派政治人物主动或被动地超越各自执政理念的分歧，认识和克服自身局限，
进而在整体上推进伊朗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６ 年间的选举情况看，十届议会选举都经历了全民参与的两轮投

票，竞选程序表现出自由性、公正性和开放性，参选人之间竞争激烈，选举过程基本

真实，但同时选举结果也具有非操纵性和非确定性特点，在多数时候也确实是伊朗

民众意愿的表达，议会席位的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性，任何政治派系皆无法垄断

议会席位，首次当选的议员比例均在 ５０％ ～６５％之间，议员的连任率平均不足 ３０％。

表 ４　 伊朗历届议会选举概况（１９８０～ ２０１６ 年）
（单位： 个）

议会届次
报名

人数

参选

人数

淘汰率

（％）
选民数

（万）
投票率

（％）
议员实

际人数

第一轮

席位数

第二轮

席位数

议员男

女比例

第一届 １９８０ ３６９４ １９１０ ４８．２９％ １０８３ ５２．１２％ ３２７ ９８ １７２ ３２３ ∶４

第二届 １９８４ １８５４ １５８３ １４．６２％ １５８２ ６４．６４％ ２７７ １２３ １４７ ２７３ ∶４

第三届 １９８８ １６１５ １２２９ ２３．９０％ １６９９ ５９．７２％ ２７８ １８８ ８２ ２７４ ∶４

第四届 １９９２ ３１５０ ２０９０ ３３．６５％ １８８０ ５７．８１％ ２６８ １３５ １３５ ２５９ ∶９

第五届 １９９６ ５１２１ ３２２８ ３６．９７％ ３２００ ７１．１０％ ２６５ ２４８ ２２ ２５２ ∶１３

第六届 ２０００ ６８６０ ６１９２ ９．７４％ ３８７３ ６９．３７％ ２９７ ２２５ ６５ ２８４ ∶１３

第七届 ２００４ ８１７２ ４６３９ ４３．２３％ ４６３５ ５０．５７％ ２８５ ２２６ ６４ ２７２ ∶１３

第八届 ２００８ ７５９７ ５３４７ ２９．６２％ ４９００ ４９．４７％ ２８５ ２０８ ８２ ２７７ ∶８

第九届 ２０１２ ５３８２ ３２６９ ３９．２６％ ４８２９ ６４．２％ ２９０ ２２５ ６５ ２８１ ∶９

第十届 ２０１６ １２１２３ ６２２９ ４８．６２％ ５５００ ６２％ ２９０ ２２１ ６９ ２７３ ∶１７

资料来源： Ｓａｉ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Ｉｒ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Ｈ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ｐｐ． １１３－１１４。 由于实

际议员人数包括死亡者、辞职者和随后增补者，故历届议会的议员人数不尽相同。 第九届和第十

届议会选举的相关数据，根据相关报道资料汇总而成。

作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地区性大国，伊朗政坛不可能长期被一个派别占据。
自 １９９２ 年第四届议会选举以来，很少有哪个派别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同时取得长时

间的绝对优势，从务实派、改革派到强硬派，都是基本同步的各领风骚七八年，议会

选举充当了次年总统选举的风向标。 在 １９９６ 年和 ２０００ 年的第五和第六届议会选举

中，改革派分别获得了 ４４％和 ７４％的多数席位，改革派候选人哈塔米也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１ 年的第七和第八届总统选举中获胜。 在 ２００４ 和 ２００８ 年的第七和第八届议会

选举中，强硬派连续两次成为议会最大派别，内贾德因而在伊朗第九和第十届总统

选举中接连胜选。 ２０１２ 年第九届议会选举强化了伊朗政坛整体保守的发展趋势，但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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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的内部分歧逐渐显现，一再传出“总统阵营”对阵“最高领袖阵营”的传言。 鲁

哈尼定位自己是温和的中间派候选人，借助改革派和务实派的双重支持而顺利当选

总统，其初见成效的温和施政反过来帮助温和派和务实派扭转了在伊朗政坛的边缘

化地位。
在 １９９２ 年第四届议会选举之前，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被普遍看作是温和派，

之后则被看作强硬派，尤其是哈梅内伊。 相反，被驱逐出政坛的激进派代表人物，则
因为批评贪赃枉法、反对挑衅西方、支持经济改革而被视为真正的温和派与改革派，
老资格的强硬派蒙塔泽里在 ２００９ 年去世时被广泛看作“改革之父”。 哈塔米是公认

的改革派总统和领军人物，但在真正的变革道路上他究竟愿意走多远却一直是个未

知数，他的政治目标令人困惑，具体施政行为模棱两可，一些重要盟友并不信奉自由

主义价值观，对社会经济尤其是地缘政治问题抱有极不现实的看法。① ２００４ 年，改革

派被全面打压，保守派的内部分歧扩大，强硬派重拾伊斯兰革命理想，试图消解保守

派在后革命时代的执政弊端，冲击既得利益格局，但其民粹主义施政因为全球金融

危机和美欧的经济制裁而举步维艰，在 ２０１２ 年的议会选举中被集合多派势力的温和

派取代。 身为议长的拉里贾尼是得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赏识的重要政治人物，他虽

然立场温和，但在宗教和国家主权等方面比内贾德更强硬。 在 ２０１３ 年的总统选举

中，以温和保守派资格参选的鲁哈尼在最后关头与改革派达成妥协，最终成为温和

保守派兼“伪改革派”的黑马总统。
伊朗议会选举的重要意义大概也只在于此。 伊朗的权力体系大致可分为两部

分，即监护功能的法基赫系统（以最高领袖为首）和执行功能的政府系统（以总统为

首）。 从产生方式来看，法基赫系统基本上由统治集团内部指派产生，不经过民选，
不对任何机构负责，也没有任期限制。 作为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法基赫系统的最

高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凌驾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门之上，掌管着武装

部队、国家广播电视机构以及主要的宗教和政治基金会，有宣战和停战的权力，有权

任命宪法监护委员会（宪监会）的半数成员，任命司法总监及经司法总监提名的总检

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批准总统候选人，根据最高法院和议会的提议任免总统。 政

府系统则具体管理国家，在法基赫的监护下运作，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

（司法系统实际上附属于法基赫系统）。② 伊斯兰议会是最高国家立法机构，由人民

普选产生，相对独立于法基赫系统，比中东大多数国家议会拥有的权力都多，然而由

于宪监会掌控议员候选人的资格筛选，有权监督议会选举和确认当选议员资格，议
会通过的法律必须经宪监会批准方可生效，议会实际上无法直接影响最高领袖及其

领导的法基赫系统，无法对伊朗国家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伊朗的内政外交也从来没

有因为哪一次议会选举而出现过根本性的变化。③

·４１·

①
②
③

［美］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第 ２５７－２６０ 页。
李春放：《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６ 期，第 １５３－１５４ 页。
郭颖、王猛：《多维解读伊朗议会选举》，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第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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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权力夹缝中的伊朗议会选举

从权力体系的实际运作来看，伊朗政治体制突出强调伊斯兰特性以及最高领袖

的绝对权威，现代社会发展却日益倚重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政府；起监护功能的最

高领袖及其法基赫系统可以高调，坚持一些理想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负责国家经济

和行政事务的政府却必须务实，注重效率、公平和实用主义原则。 正因为存在这种

矛盾，伊朗社会对最高领袖绝对权力的质疑，尤其是民选总统与非民选最高领袖之

间的制度性矛盾和冲突，就必然会周期性发作。① 从蒙塔泽里、拉夫桑贾尼到哈塔

米，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发展史上挑战最高领袖权威的个案比比皆是，但从未有过成

功的先例，所有挑战者最终都被边缘化或者被迫离开政治舞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长期追随霍梅尼的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一度被确立为最高领

袖的继任者，然而由于不赞成霍梅尼将主要监督政府管理的“教法学家统治”发展为

直接介入政治的“教法学家的绝对统治”，蒙塔泽里在 １９８８ 年爆发的“宪法危机”后
逐渐被抛弃，最终被迫辞去最高领袖继承人一职。 原本因宗教资格欠缺而不太可能

继任的总统哈梅内伊，因为改变立场支持霍梅尼而受到青睐。 １９８８ 年成立的修订宪

法委员会还专门为其量身定做地取消了关于最高领袖必须是效仿渊源的规定。 落

败的蒙塔泽里此后长期被软禁，虽然他公开批评政府的极端主义做法和低下的管理

水平，质疑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袖的合法性并指责其“独裁”，但公共领域已鲜闻蒙

塔泽里的言论，对伊朗年轻人并无太大影响。 事实上，由霍梅尼去世引发的权力斗

争使 １９９２ 年的第四届议会选举最终演变为内容广泛的大辩论，涉及到国家体制、经
济制度、对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伊朗正式进入了哈梅内伊时代。

１９９６ 年伊朗议会选举前夕，６ 名政府高官组建务实派政治组织“建设公仆组织”
（１９９８ 年改名建设公仆党），支持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强调淡化伊斯兰革命的意识

形态和教法学家的治国特权，认为法基赫作为最高领袖，他们源自民众的选择而不

是安拉的钦定，必须根据宪法相关条款行使权力。② １９９８ 年底，哈塔米的总统竞选班

子成立“伊朗伊斯兰参与阵线”，参与议会选举的口号是“伊朗属于全体伊朗人”，质
疑最高领袖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绝对权力，反对国家层面和政治领域的宗教特权，主
张宗教权力与国家权力分离，强调改革运动的驱动力来自伊斯兰革命之民主精神的

回归。③ “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是以内贾德为主要代表的强硬保守派政治组织，
在竞选纲领中明确反对宗教特权，强调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公正，
关注诸如就业、收入之类的民众物质生活，第七届议会议长是伊斯兰革命以来的首

·５１·

①
②

③

王猛：《伊朗总统对阵领袖的幻与真》，载《南风窗》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８３ 页。
Ｔａｗｆｉｑ Ａｌｓａｉ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９，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ｑｉ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５９－１６０．
Ｓａｉ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Ｉｒ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Ｈ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ｐ．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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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非宗教界人士。①

改革派总统哈塔米击败最高领袖支持的参选人而意外当选，加之双方政见分歧

较大，导致其任职期间与最高领袖的关系愈来愈紧张，“若二者观点一致，总统的政

策制定与实施就会顺利进行；若二者意见相左，总统的行动就会大受限制。”②虽然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谈论“宗教民主”，强调经济改革，但政治立场基本倾向保守派，弱
势的哈塔米总统缺乏宽松的施政环境，改革势头在取得有限成果后，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

急转直下，政治上争取“伊斯兰民主”的努力屡遭打击。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 年间，哈塔米总

统的数度请辞都没有达到扩大总统法定权力的预期目的，改革派议员的大规模罢选

反而让保守派势力趁机占领了议会等重要阵地，改革派已经难成气候。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间，务实派情势使然地与改革派走得比较近，但在保守派的全面打压下日渐式微，
在 ２００９ 年选后骚乱中点名批评宪监会的拉夫桑贾尼处境不妙，因为被指逼宫而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退出专家会议主席选举。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拉夫桑贾尼的参选总统资格被

宪监会以“健康原因”否决。
鲁哈尼的总统之路与前总统哈塔米有相似之处，都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意外胜

出，都在第一任期内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都引领各自阵营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

取得胜利。 不同的是，鲁哈尼总统没有在政治层面挑战最高领袖权威，而是积极践

行外交、经济并举的“双轨政策”，争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制裁，改善外部经济环

境，稳定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成效斐然。 伊朗是一个有抱负

的地区性大国，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应该依靠理性而非激情，鲁哈尼的温和改革

主张可能是推动伊朗社会发展的现实路径，改革派、温和派和务实派联盟也在 ２０１６
年的议会和专家会议选举中占据优势。 ２０１６ 年的议会选举就是民众对鲁哈尼政府

的信任投票。 然而由于全球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暗流汹涌，更由于伊朗经济

的结构性矛盾、美欧制裁的影响和神权体制的发展惯性，鲁哈尼政府的内外政策还

是不断遭到批评和攻击，在最初执政的 ９ 个月里，议会质询鲁哈尼政府部长们的问题

多达 ６３８ 个，④并在伊核问题谈判中多次借质询外长扎里夫向政府施压。 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在 ２０１４ 年初宣布实行基于本土文化和资源的“抵抗型经济总政策”，要求

各级政府部门为实施该政策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⑤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哈梅内伊批评美

国借伊核协议来塑造中东局势，伊朗应该抵制美国对伊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
可以肯定，只要最高法院、宪监会等非民选权力机构继续听命于最高领袖，革命卫

队、民兵组织和教士基金会等神权体制的根基依然雄厚牢固，鲁哈尼总统有限度的

变革愿望和计划，即便可以在议会获得改革派、温和派和务实派的多数支持，恐怕也

·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哈全安：《伊朗伊斯兰革命后 ３０ 年间的选举政治》，第 ９２ 页。
范鸿达：《伊朗外交：领袖与总统的作用》，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第 ３２ 页。
崔向升：《伊朗前总统儿女均入狱》，载《青年参考》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第 ４ 版。
陆瑾：《试析鲁哈尼“重振经济”的路径和制约》，第 １４２ 页。
同上，第 １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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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革命卫队、教士集团和意识形态红线的制约，使其在对美关系定位、叙利亚危

机等关键问题上难有作为。 鲁哈尼总统的温和变革之路究竟能走多远尚不可知，但
改革派总统哈塔米的执政轨迹却历历在目，１９９７ 年上台的哈塔米在 ２０００ 年第六届

议会中拥有高达 ７０％的稳定票数支持，但其主推的民主改革进程从 ２００１ 年即开始受

阻，最终半途而废。

五、 伊朗政治前景展望

历史发展具有惯性，关键性转折需要时代潮流和历史人物的共同推动。 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的转型，需要由更具威权和现代意识的政治强人或领导集团发动一次具

有革命意义的社会变革，强力引导精英阶层重新认识伊朗国家利益并能够承受与美

国实行和解的政治代价，纠偏共和国延续了 ３０ 多年的航向而又不至于引起动乱。①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执掌伊朗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对伊朗的顶层设计存在不少

问题，导致伊朗内部发展不足且失衡严重，国际和地区环境一直严峻，但他又是平衡各

种宗教和世俗势力的最高领导人，也是维系伊朗现政权体制稳定的重要因素。 由于年

事已高且身体欠佳，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以来曾屡次传出病危或去世的谣言，西方情报机构甚

至预言其“生命期限不超过两年”，最高领袖的健康和谁将成为继承人的讨论已不再成

为禁忌。 在 ２０１６ 年的议会和专家会议选举中，各派系的明争暗斗实际上是围绕伊朗未

来发展道路的较量，老资格的拉夫桑贾尼就曾公开谈论最高领袖的继任问题。
就 ２０１６ 年伊朗专家会议选举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三位有意或有望成为最高领袖

的接班人。 专家会议副主席沙赫鲁迪（Ｍａｈｍｏｕｄ Ｈａｓｈｅｍｉ Ｓｈａｈｒｏｕｄｉ）是老牌的保守

派成员，政治背景深厚，在大政方针上紧随哈梅内伊步伐，是呼声最高的最高领袖接

班人，传闻也是哈梅内伊唯一钦定的接班人。 现任司法总监萨迪克·拉里贾尼

（Ｓａｄｅｑ Ｌａｒｉｊａｎｉ）是最高领袖一职的另一人选，他家世显赫，２００９ 年接任沙赫鲁迪成

为伊朗史上最年轻的司法总监，被视为保守派最主要的新生力量，也是哈梅内伊的

忠实追随者。 鲁哈尼总统行事风格温和，伊核谈判的突破性进展是他的最大政治资

本，但因为他的第二任期执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重振伊朗经济面临挑战，更因为他

不是最高领袖属意的人选，加之政治导师兼重要盟友拉夫桑贾尼已经去世，所以他

可能无法重复哈梅内伊当年从总统到领袖的道路。②

伊朗的新生代政治精英内部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一个由内贾德等草根精英和部

分军队精英组成，另一个由拉里贾尼等宗教精英阶层组成。 两个权力中心的冲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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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猛：《１９４５～２００５：中国与伊朗外交关系考略》，载《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第 ５７ 页。
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拥有完美的政治履历和丰富的人脉资源，一直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强力竞

争者，但因为年龄原因以及两人间的“瑜亮情结”，基本上无缘最高领袖一职，只能充当幕后推手。 事实上，由于

最高领袖是伊朗国家的最高决策者，总统仅仅相当于总统制国家的政府总理，需要具体管理国家和直接面对民

众，出任总统实际上并不是接任领袖的最佳途径，有权势的拉里贾尼兄弟就一直不太热心竞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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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本质上是争夺后哈梅内伊时代国家权力的更大斗争的一部分。 前总统内贾德

并非宗教人士，出身平民，有学历，有军功，信仰坚定，自律严格，是保守派中的民粹

主义者，其服务于基层民众乃至有些收买性质的激进平民主义经济政策，虽有只顾

分配财富而不重视创造财富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让中下层民众心有所托，总会在

一定时期被部分人怀念，在“沉默的多数”中根基深厚。 新生代精英的另一个权力中

心是代表着上层保守派利益的拉里贾尼兄弟。 拉里贾尼家族是政治世家，从议长、
司法总监到最高领袖的外事顾问，拉里贾尼三兄弟均在伊朗政坛担任要职，他们比

保守派开明，比开明派保守，都是哈梅内伊的忠实追随者。 有权势的拉里贾尼兄弟

是伊朗政坛体制内保守派制衡内贾德等少壮派草根精英的最主要新生力量。
对将届不惑的伊斯兰共和国而言，严峻的问题不仅是它在过去近 ４０ 年的发展中没

有把蛋糕做大，更在于它还要面临更公平更合理分配蛋糕的问题，即传统威权体制向现

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合法性重建问题。 如果说伊朗政坛此前在 １９８１ 年、１９９２ 年和

２０００ 年的三波政治斗争还主要体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分歧的话，２００４ 年以来的这一轮政

治斗争则更多在于内政方面的分歧，甚至是在不同对外政策口号下的内部派系角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主要政治人物的格局从目前看还略逊于前三波，但他们要完成任务

的艰巨性却远超于前。 伊朗已经进入了后革命时代的深水区，不同精英之间的矛盾和

斗争，表面上看是保守派内部上层利益与底层利益的碰撞，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共和国

下一步发展“服务谁、依靠谁”的路径选择问题。 在新旧秩序的嬗变过程中，不同来源

的发展主导力量必然会给现行体制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体制内传统精英的冲击

力度最小，体制内草根精英的冲击力度相对大一些。 最糟糕的情况是，因为社会严重固

化和溃败，现在的权力体系缺乏足够的张力和活力，一旦体制外草根精英非理性崛起，
伊朗社会有可能再一次面临代价巨大、进展迟缓的治乱交替。

悲观地讲，在维护最高领袖绝对权力的体制框架内，质疑最高领袖的权威就是

挑战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前总统内贾德对最高领袖的抵触情绪已经威胁到了国

家的宗教根基。 在哈梅内伊时代，一直被高度提防的同时代的老资格领导人要么被

软禁，要么被打击，一些人已经去世，一些人正在老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命

运似乎只能取决于他的主观愿望以及健康状况。 强硬保守派在 ２０１６ 年议会和专家

会议选举中的相对弱势，可能会使本就威信不足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更强化既往的

路径依赖，更加依赖军队、司法机构和宪监会里强硬保守派的支持，基本不可能像

１９８８ 年的霍梅尼那样“饮下一瓶毒药”然后开启变革大门，伊朗真正的改变似乎只能

发生在后哈梅内伊时代，在此之前只能是保守派阵营内部不同利益派别间混乱而激

烈的内斗。 因此，在后哈梅内伊时代，哪一位政治人物能够脱颖而出，为伊斯兰共和

国的深层次改革做出类似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贡献，恐怕这才是围绕议会和议会

选举而展开的派系斗争中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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